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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 ，农业文明与牧业
文明之间的交往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尤其
是在欧亚大陆的历史中。欧亚大陆可以分为
北部适宜牧业的草原与南部适宜农耕的沃

土平原，也有学者称其为面向内陆的内欧亚
大陆和面向海洋的外欧亚大陆 。欧亚草原西
起黑海沿岸 ，东到外贝加尔 ，以乌拉尔山为
界分为欧洲草原与亚洲草原，在它的南面是
希腊 、两河流域 、印度河流域和黄河流域的
农业文明。 有学者称，草原民族是整个文明
史发展进程的催化剂，从德国到中国的草原
畜牧业人群的爆发打破了旧大陆文化缓慢

的发展进程 [1]。
中国长城沿线的北方位于欧亚草原东南

一隅，介于欧亚草原的牧业文明与黄河腹地的
农业文明之间，与草原和中原都有交往。 从考
古学的视角研究中国北方与欧亚草原的交往，
非常关键证据就是金属制品。 金属器以其便于
携带和保存的特点，分布的时空范围要大大超
过其他质地的人工制品。 经过详细梳理和比较

各地的考古发现，在我们面前展现出一幅从公
元前 2 千纪到公元前后长达 2000 年的中国北
方与欧亚草原以金属器为代表的文化交往的

宏大历史画卷。 尽管它还有许多空白和不完善
之处， 但是我们从中看到了一片广阔的新天
地，从这个宏观视角可以探讨东西方相互影响
的总体格局、草原发展动力以及匈奴兴起等历
史课题。

一 东西方交往的大格局

中国北方与欧亚草原之间的交往很早就

成为考古学关注的重要课题，其中谁影响谁的
问题，即东风西渐还是西风东渐，成为争论的
焦点。 这种矛盾很可能是研究的出发点出现了
偏差，即缺乏时空的界定，超出时空框架来讨
论谁影响谁是没有意义的。
从公元前 2 千纪到公元前后约 2000 年的

文化交往中，我们发现中国北方与欧亚草原的
联系主要是与乌拉尔山以东的亚洲草原的联

系。 这种联系可以分为两个方向：一个是位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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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北方北部的蒙古高原东部与外

贝加尔地区,另一个是中国北方西北
部的亚洲内陆山麓地带。中国北方与
这两个方向的交往分别构成了文化

交往的东区和西区。
（一）中国北方和蒙古、外贝加尔

地区的文化交往与匈奴联盟的形成

这一地区最主要的证据是中国

北方—蒙古高原冶金区的兴起与繁
荣。 在相当于中原的夏时期，可以看
到这个冶金区的雏形，即在中国北方
与蒙古高原之间，广泛分布着一种柄部剖面为
凹透镜形状的环首翘尖刀（图一 ∶ 1～5）和连珠
饰（图一 ∶ 6、7）。这两种器物后来的分布区域正
是夏家店上层文化和石板墓文化的分布区域，
这是中国北方—蒙古高原冶金区最稳定的时
期。 从这个时期向前追溯就可以探寻到这个冶
金区的萌芽状态。
早商文化北方的台西类型 [2]与中国北方的

朱开沟文化 [3]是北方青铜器的重要源头。 到了
商代晚期和西周，中国北方、蒙古和外贝加尔
地区都进入了青铜文化繁荣期，出现了大量种
类和形制相似的青铜器或青铜器组合，中国北
方有以河北青龙县抄道沟为代表的八类青铜

器组合（图二）[4]。 由于妇好墓[5]也出有这种兽首

刀， 所以可知这些青铜器可以早到殷墟二期。
这八类组合以太行山为界, 分属于晋陕高原和
燕山南北两个中心，形成了北方青铜器的第一
个高峰。 这时的青铜器以曲柄有阑的兽首、铃
首和环首的短剑和刀子为代表。 晋陕高原流行
铃首短剑等武器， 东部燕山南北地区流行兽
首刀。北方系青铜器首先从燕山以南向北部
传播，再从燕山以北向蒙古和外贝加尔地区
传播，形制由生动向呆板或简化演变 。 铜盔
的时空信息反映了这种传播的路线 ，中国北
方地区最早的铜盔出现在商末周初的柳林

县高红遗址（图二 ∶ 3）[6]，这种铜盔可能受到了
商代晚期殷墟的中原式铜盔的影响 [7]。 这种铜
盔从南流黄河， 到燕山以南的昌平白浮墓葬
（图二 ∶ 8）[8]， 再到燕山以北的夏家店上层文

化 （图四 ∶ 16） [9]， 最后到达更北的蒙古高原
（图四 ∶ 1）[10]，这是一条连接长城沿线到长城以
外再到蒙古高原的青铜时代北方青铜器的传

布路线。 这时期的中国北方—蒙古高原冶金区
的影响甚至到了亚洲内陆山麓地带西萨彦岭

的米努辛斯克盆地的卡拉苏克文化，有少量兽
首刀剑和环首刀（图三 ∶ 7、8、11、13、24），但是
形态比中国北方的呆板、简化，属于晚期形制。
在米努辛斯克盆地还发现过晋北与陕北地区

的三足蛋形瓮 [11]，陶器的传播或影响说明了更
深层次的文化交往。 到了西周中期前后，米努
辛斯克盆地流行的直柄凹格菌首刀剑 （图三 ∶
19）又传回到中国北方地区，见于昌平白浮墓
（图二 ∶ 8）。
从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中国北方地区夏

家店上层文化与蒙古和外贝加尔地区的石板

墓[12]文化的联系进一步加强。在铜盔、空首斧和
弓形器等实用性青铜器上，二者存在很多的相
似性，更重要的是在装饰品和装饰风格方面几
乎完全相同，例如勺形饰、弹簧形耳环、双尾
饰、连珠饰（图四）。 这说明人群间的文化认同
正在进一步加深。
到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北方和蒙古高原等

地都先后进入了游牧时代， 各地联系进一步
加强，在长城沿线形成了中国北方文化带 [13]。
从西边传入的斯基泰时代的武器、 马具和动
物风格的三要素流行于内蒙古和甘宁地区 ，
而东部的中国北方—蒙古高原冶金区阻止了
它们进一步东传的势头， 例如鹤嘴斧等器物

1 2 3 4 5 6 7

1.蒙古 2.外贝加尔 3、6.天山北路文化 4.夏家店下层文化 5.陕西榆
林火石梁 7.四坝文化

图一 环首翘尖刀和连珠饰

■ 欧亚草原东部金属之路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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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越过太行山及以北的浑善达克沙地。 东
部冶金区流行的器物以虎形装饰为代表 ，从
春秋早期单体虎饰牌，到春秋晚期之后的多体
虎形饰牌（图一○ ∶ 7），再到战国晚期“P”字形
虎饰牌（图一○ ∶ 11）。 战国时期北方文化带中
的分尾式骨镞可以看成是石板墓居民的北亚

人种南下到长城沿线的证据（图一○ ∶ 1～3）。在
整个中国北方文化带流行的动物纹牌饰和腰

带饰以及头蹄殉牲的习俗也见于外贝加尔地

区相当于西汉中晚期的匈奴遗存中，这说明汉
初的匈奴文化与中国北方战国时期的文化有

着密切的联系（图一○）。
综上所述，外贝加尔和蒙古高原与中国北

方地区联系密切，属于同一冶金区。 这种南北
向的通道延续了上千年，这种交往的路线为匈
奴时代的外贝加尔和蒙古高原不断地吸收大

量来自中国北方的文化影响奠定了基础。 这种

影响从实用器到装饰品，再到日常陶器，深入
到这个地区的各个阶层，最后兴起了东部草原
第一个游牧帝国。 从这个意义上讲， 中国北
方—蒙古高原冶金区是匈奴联盟的文化底蕴
所在。

（二） 中国北方和亚洲内陆山麓通道的交
往与丝绸之路的形成

亚洲内陆山麓通道主要包括萨彦岭 、阿
尔泰山和天山一线的米努辛斯克盆地、图瓦、
阿尔泰和中亚七河地区， 这些地区与中国北
方地区的联系也发生得非常早， 而且在中国
北方青铜文化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

的作用。
龙山晚期至早商时期，第一个与境外联系

密切的就是西北地区的齐家文化（图五）[14]。 很
多铜器来自境外地区，构成了一个不同时期的
集合体。 这些外来铜器并没有很好地组合成齐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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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旌介组合 2.石楼组合 3.保德组合 4.西岔组合 5.抄道沟组合 6.张家园墓葬组合 7.赤峰朝阳组合 8.白浮组合

图二 商周时期北方青铜器八类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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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文化特有的铜器特点，所以没有对后来中国
铜器以组合的方式产生重大影响 。 起始年代
晚于齐家文化的天山北路文化和四坝文化

冶铜业已经进入了一个成熟稳定的发展阶

段 [15]，这两个文化中的部分铜器从形制上看
与齐家文化晚期的铜器有着联系，但权杖头、
透銎斧、 有銎矛和三叉护手剑等铜器却体现
出外来的西方传统。这些影响来自不同地区，
也有着不同途径， 只是目前还无法确知具体
的传播路线。
在公元前 2 千纪中叶， 来自欧亚草原地

区的影响比较弱， 主要是安德罗诺沃文化联
盟对新疆地区的影响 ， 例如以管銎战斧为
代表的青铜器 。 中国北方各地出土的喇叭
形口耳环也可能与安德罗诺沃遗存的扩张

有关 [16]。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的夏家店上层
文化晚期除了与石板墓继续保持密切的联

系外，新出现了与南西伯利亚地区遗存相似的
文化面貌。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小黑石沟墓地[17]年

代略晚于阿尔然 1 号冢 [18]，而早于阿尔然 2 号
冢[19]。两地相似器物有装饰繁缛的青铜短剑、马
衔、马镳以及蜷曲动物纹等（图六），这些特点是
后来所谓斯基泰三要素的基本构成。 夏家店上
层文化中带有弧尖的铜盔体现了其与遥远的

黑海沿岸斯基泰文化的联系[20]。
进入东周时期，整个内陆亚洲山麓通道内

游牧经济已经普及。 各个地区都已经具备了成
熟的武器、车马器与动物纹装饰的斯基泰时代
三要素。 约公元前7～前 5 世纪（春秋中晚期），
中国北方主要与位于西萨彦岭的米努辛斯克

盆地联系密切。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双鸟
回首剑和鹤嘴斧 （图七 ∶ 1、5、12、13）在两地
共出[21]。公元前 5世纪（春秋末期到战国早期），
铁器更加普及，中国北方的武器仍然以双鸟回
首剑和鹤嘴斧为主（图七 ∶ 6、17），车马器从西
部的甘宁地区向东部的内蒙古、 冀北逐渐递
减，动物纹主要装饰在实用器物上，并有少量传
入的带柄铜镜（图七 ∶ 4、16）[22]。 该时期以随葬武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1～13.铜刀 14～24.铜剑 （均出自阿尔泰和米奴辛斯克盆地）

图三 卡拉苏克文化的铜刀和铜剑

■ 欧亚草原东部金属之路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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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的武士阶层墓葬最为突出。 公元前 3 世纪
以后 （战国中期以后），动物装饰风格取代了
短剑战斧的主要位置。 早段是受米努辛斯克
盆地影响的立兽装饰（图七 ∶ 2、3、14、15） [23]，
晚段内蒙古西部流行的浮雕或透雕鸟饰件 、
有角神兽和翻转动物纹 （图七 ∶ 7～9） [24]可视

为受到了以巴泽雷克冻土墓为代表的阿尔泰

地区（图七 ∶ 18～20）[25]的影响，同时中原的“山”
字纹铜镜和中国北方地区的虎形装饰也通过

这条路线影响到了阿尔泰地区。
战国末期匈奴文化在蒙古高原的兴起迫

使中国北方人群寻求新的交流通道，与天山七
河地区的直接联系就发生在这个时期。 甘肃马
家塬墓地 [26]与七河地区 [27]的伊塞克古冢 [28]的联

系表现在追求豪华装饰效果， 大量使用金箔
与银箔装饰， 如金银饰片中四肢分立的北山
羊和身体用纵向条纹与横断节段纹的猫科动

物（图七 ∶ 10、11、21、22）。 这种传播的方向在
从西向东的过程中横贯新疆天山地区，从最西
边伊犁地区的特克斯县 [29]、新源 [30]，往东是阿

拉沟墓葬 [31]，再到最东面的哈密地区 [32]都有北

山羊纹饰的发现。 这条路线的贯通改变了新疆
原来作为东西文化影响的接受者的格局， 真正
成了东西交往的通道，这也是丝绸之路的雏形，
在中西交通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东周时
期是丝绸之路孕育的最后时期， 中国北方与亚
洲内陆山麓地带的联系， 经历了先到高纬度的
西萨彦岭的米努辛斯克盆地和图瓦地区， 再向
南到阿尔泰山区， 最后到了低纬度的天山地带
的演进过程， 新疆作为东西方交流的通道是逐
渐形成的。所以汉代张骞通西域并不是真正意
义上的“凿空”，此前已经存在着上千年的民间
草原金属之路。

二 中国北方是亚洲草原的一个重要

发展动力

在谈到东部亚洲草原畜牧文化的发展时，
大卫·克里斯丁在他的宏观著作《俄罗斯、中亚
与蒙古历史》[33]中探讨了亚洲本地发展动力。他
认为亚洲草原畜牧文化发展来自两个发展动

石
板
墓
文
化

夏
家
店
上
层
文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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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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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30

31

1、16.铜盔 2、17. 铜空首斧 3、18. 铜弓形器 4、5、21.铜刀 6、22. 铜勺形饰 7、8、15、23、24、31.铜饰牌 9、25.铜耳环
10、26. 铜双尾饰 11～14、27～30. 铜连珠饰 19、20.铜剑 （1.蒙古额姆根特 2.蒙古和鲁托斯特 3.外贝加尔塔普哈尔山
墓葬 4.蒙古苏赫巴特尔 5.蒙古戈壁省 6～9、15.外贝加尔德沃尔茨 10.蒙古采集 11.阿莱苏堤 12.奥洛沃亚纳
亚 13、14.蒙古阿斯格特恩 16、18、20～22、29.小黑石沟 17、31.龙头山 19.天巨泉 23、25、26、28.周家地 24.南山根
27.水泉城子 30.大泡子短剑墓）

图四 石板墓文化与夏家店上层文化器物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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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一个是来自西部的影响，例如颜那亚文化
向东影响形成了阿凡纳谢沃文化，他们继续向
东到了天山北部，在那里公元前 2000年出现了
高加索人；第二个动力是中国北部黄河支流的
与商代同时的从事农业的“野蛮人”。“野蛮人”，
他举例文献中的 “狄”。 虽然狄并不能早到商
代，但我们可以将其理解成中原王朝周边没有
文字记载能力和等级制度的农业居民，即两周
时期的戎狄。 随着中原势力的扩大，他们逐渐
成为中原以北从事农牧混合经济的北方居民，
他们对东部草原做出了很大贡献。 本文提出的
中国北方—蒙古高原冶金区，正处于克里斯丁
所说的 “欧亚内陆的社会发展动力主要来自
南部与农业地区接壤的大前沿地带”。这种本
地的力量阻止了西部草原文化的进一步东

扩。 “亚洲本地发展动力”还包括西伯利亚奥
库涅沃文化， 他们取代了西来的欧罗巴人种
的阿凡纳谢沃文化。 东部草原强大的另一个

证据是塞伊玛—图尔宾诺现象， 这是公元前
2 千纪中叶草原畜牧人的武装性迁徙， 从蒙
古到芬兰和喀尔巴阡山。 但他们只是在北部
森林草原地带游动， 说明力量不足以抗拒南
部草原的势力。
位于欧亚草原南部与中原文明接壤的大

前沿的中国北方，从夏代到战国末期经历了四
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夏代至早商，第二个
阶段是商代晚期到西周初年，第三个阶段是西
周到春秋早期，第四个阶段是春秋中期到战国
末期或秦代。 第一阶段和第三阶段，中原政权
稳定而强大， 中国北方与中原之间联系紧密，
文化交往以南北向为主，北方各地自身联系较
为松散；第二阶段和第四阶段，中原政权因武
王伐纣和中原争霸与兼并而无暇顾及北方周

边地区，中国北方自身联系加强，文化交往以
东西向为主，逐渐形成了以长城地带为枢纽的
北方文化带，并且与欧亚草原较为密切。 中原

工 具 兵 器 饰 品
器物

文化

齐
家
文
化

四
坝
文
化

天
山
北
路
文
化

图五 西北地区的早期青铜器文化

■ 欧亚草原东部金属之路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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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草原的联系大多是以中国北方地区为媒介

的，这里我们着重分析中原商周之际北方系青
铜器的形成及其对欧亚草原的贡献。 北方系青
铜器与中原系青铜器最明显的区别在于武器

和饰品， 北方系武器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短剑，
中原则以戈为代表，这反映了二者分别以近身
格斗和大规模步兵的作战方式的区别 [34]。 我们
以短剑为例， 探讨中国北方青铜器的起源、形
成及其与草原的关系。
中国北方地区商周时期流行两种类型的

青铜短剑。 一种是凹槽剑格，剑身瘦长，柄首
装饰相对简单。 最早的一件凹格短剑就是朱
开沟出土的（图八 ∶ 1） [35]，虽然晚商时期并未
发现典型的凹格短剑，但很显然它并未消失，
因为到西周时期其又开始广泛流行， 柄首多呈
蘑菇形。 这种剑分布范围非常广，在新疆[36]、蒙
古 [37]、阿尔泰和米努辛斯克盆地 [38]都有出土

（图八 ∶ 10、11、20、21），在乌克兰基辅也有发现
（图八 ∶ 9）[39]。 到了昌平白浮墓葬所处的西周中
期，这种剑又重新流行于中国北方（图八 ∶ 17～19），
所以比白浮剑形态更早的剑应该是商末周初

的。 到了西周晚期和春秋早期，凹格短剑开始

衰落且形制也发生了改变，在夏家店上层文化
中，剑格部凹槽变大，剑首多为平首，剑柄装饰
非常丰富（图八 ∶ 22、23）[40]。 而在同时期的图瓦
阿尔然 1 号王冢中 [41]，剑格已经变成窄的“人”
字形（图八 ∶ 24、25），而该类型短剑逐渐发展成
为东周时期厚重的“人”字形剑格。
另一种短剑是阑式剑格短剑 ， 剑柄弯

曲，剑格处最宽，两端变细，柄首装饰比较丰
富。这种短剑在中国北方最早出现在青龙抄
道沟遗址中 （图八 ∶ 2） [42]，其中出土的兽首
刀与殷墟妇好墓 [43]出土的铜刀形制相似，其年
代不晚于殷墟二期，属于商代晚期早段。从这
一时期开始 ， 这种阑式剑格的短剑在中国北
方[44]和境外地区[45]广泛流行（图八 ∶ 6～8）。这
种短剑流行的时间集中于商代晚期和西周

早期 ， 其中兽首和铃首剑大多属于晚商时
期，菌首则流行于西周时期 。 由于受到凹槽
剑格短剑的影响，到西周时期剑身也变得瘦
长（图八 ∶ 16）。
凹格短剑最早见于朱开沟遗址。 朱开沟的

刀剑与中国更早的骨柄石刃刀剑从形态上看

有承袭关系（图九 ∶ 1、2），而且这些骨柄石刃剑

1 2

3

4

5

6

7

8

1、3、5、8.夏家店上层文化 2、4.阿尔然 2 号王冢 6.斯基泰文化 7.阿尔然 1 号王冢

图六 夏家店上层文化与欧亚草原文化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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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分布在中国北方长城沿线，朱开沟早商青铜
刀剑很可能就起源于这一地区[46]。阑式短剑的起
源应该到中国北方的早商时期遗存以及境外更

早的遗存中寻找。 台西遗址出土了一件羊首匕

（图九 ∶ 3）[47]。 这件器物是以食草动物的羊首作
为兽首装饰， 很可能是以抄道沟为代表的商周
北方青铜器兽首的创作源头（图九 ∶ 5、6）[48]。 台
西出土的羊首装饰与青龙抄道沟出土的兽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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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22

地区

年代
中国北方地区 欧亚草原地区

战
国
晚
期

战
国
末
期

1～11.中国北方地区 12～15.米努辛斯克盆地 16、17.图瓦 18～20.阿尔泰 21、22.天山七河地区

图七 中国北方与境外地区器物比较图

■ 欧亚草原东部金属之路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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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饰关系紧密。 首先，
两者都有羊首， 尽管
在形态上还有很大距

离；其次，两者在兽首
与柄部的结合上都非

常自然， 兽首的颈部
就是柄部；再次，角度
也完全相同， 使得兽
首前倾， 器物整体弯
曲。 同时抄道沟铜剑
为阑式剑格， 与台西
铜戈的阑形制很相似

（图九 ∶ 7），晚商时期
铜剑流行的阑式剑格

很有可能受到了铜戈

阑的启发。 而抄道沟
铜剑的剑身形制则可

能是借鉴了台西羊首

匕的两边刃和戈的中

线起脊。
抄道沟出土的兽

首刀的刀背与刀身分

界明显，刀身宽扁，刀
背起棱， 可以在亚洲
草原更早时期的塞伊

玛—图尔宾诺遗存中
找到同类器（图九 ∶ 4）。
塞伊玛—图尔宾诺遗
存是约公元前 2 千
纪上半叶广泛分布

于欧亚大陆北部森

林草原地带发达的青

铜器遗存[49]。抄道沟短
剑弯柄弧背， 也应该
是受到了塞伊玛—图
尔宾诺铜刀的影响 。
它的叉銎矛曾发现

于中国境内说明这

种联系不是孤立的 。
但是塞伊玛墓地铜刀

凹格剑 融合型 阑式剑

早
商
时
期

晚
商
早
期

晚
商
晚
期

西
周
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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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周
中
期

两
周
之
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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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1 12 13 1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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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1.朱开沟 2.抄道沟 3、8、16、20、21.米努辛斯克 4.巴彦洪戈尔省 5.13.库苏古尔省 6.扎
布汗省 7.14.南戈壁省 9.基辅 10.青河 11.阿尔泰 12.科布多省 15.东哈萨克斯坦
17.小河南 18.19.白浮 22.小黑石沟 23.天巨泉 24.25.阿尔然 1 号王冢

图八 商周时期北方系两种青铜短剑与境外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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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刀首为立兽， 刀首与刀柄之
间有明显的分界， 所以抄道沟
的刀首、 剑首与台西匕的羊首
更为相近。
凹槽剑格短剑和阑式剑格

短剑并不是各自独立发展的两

条线，在发展过程中二者交织在
一起，互相影响，出现了一些兼
有两种类型特点的短剑。这些融
合型的短剑剑身大多宽短，或者
是凹格的弯柄剑 （图八 ∶ 3、4），
或者是直柄的凹格或阑式剑

（图八 ∶ 5、12～15）。 直柄凹格剑
也受到阑式剑影响，剑格处变宽
（图八 ∶ 9～11）。融合型短剑和受
阑式剑影响的凹格剑大多分布

在北方以外的草原 ， 蒙古 、新
疆 、米努辛斯克盆地和东哈萨
克斯坦也有发现 ，最远可到基
辅。 根据抄道沟和白浮已知的年代 ，这些在
形态上介于两者之间的融合型短剑主要流

行时间应该在晚商晚期到西周早期，随着阑
式剑格短剑的衰落， 这种融合型的短剑也逐
渐消失了。
以短剑为例，可以说明中国北方青铜器萌

芽于中国北方的早商时期，在中原的台西类型
和北方朱开沟文化的碰撞及草原的影响下形

成于晚商早期，在中国北方延续发展的同时向
草原传播， 在草原得到进一步发展后于西周
时期又反过来影响北方。 商周时期中国北方
的青铜器能够在草原中广泛流行是与它的南

部有发达的中原青铜器和铸造工艺分不开的。
早商文化的台西类型提供了这方面的证据。

三 匈奴起源新探

匈奴是欧亚草原东部地区第一个草原文

明，对于后来的草原文明以及世界范围内农牧
业文明的关系产生过深远影响。 我们把《史记》
中以冒顿为首的匈奴称之为“文献早期匈奴”。
公元前 200年，冒顿曾围汉高祖刘邦于白登山，

这说明历史上的早期匈奴兴起于秦汉之际，分
布于中国北方文化带的北邻， 主要在赵国以
北。 而考古学上可以确认为典型匈奴的遗存主
要集中在蒙古国东部与俄罗斯外贝加尔地区，
年代最早的有相当于西汉中晚期的外贝加尔

地区的德列斯图伊墓地和伊沃尔加墓地 [50]。 我
们称之为“考古早期匈奴”。 历史文献记载与考
古发现在地域和年代上都存在很大差距。 我们
要从“考古早期匈奴”向前追溯“文献早期匈奴”
考古遗存。 我们发现蒙古高原和外贝加尔地区
的早期匈奴遗存中有很多与中国北方东周时

期遗存相似的器物，这是我们寻找“文献早期
匈奴”的考古遗存的重要线索。
第一是武器，匈奴人使用的武器以弓箭为

主，战争的主要方式是骑射。 匈奴墓葬中较少
随葬弓箭以外的武器，主要是骨镞，形制特别，
以叶形分尾式骨镞为主（图一○ ∶ 3）[51]，这种形
制的骨镞也见于蒙古石板墓晚期[52]和中国东周

时期的北方地区（图一○ ∶ 1、2） [53]，但数量呈
递减趋势，中国北方最为少见。 匈奴墓葬中还
有少量三角形镞身、有圆銎而无铤的骨镞，这种

1

2

3

4 5 6 7

图九 商代北方青铜短剑来源示意图

1.鸳鸯池 M92 2.朱开沟 M1040 3、7.台西 4.塞伊玛墓地 5、6.抄道沟

■ 欧亚草原东部金属之路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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镞也见于蒙古石板墓和中国东周时期的北方

地区（图一○ ∶ 6、5、4）[54]。 分尾式和圆銎骨镞共
见于匈奴、 石板墓和战国时期的中国北方，只
是各地、各时代的数量有所不同，反映了三地
战争方式和武器制作的传统相近。 各地的三角
形圆銎骨镞都不多见，分尾式骨镞在石板墓和
中国北方数量不多，而在匈奴墓葬中是主要的
骨镞形制。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北方东周时期
墓葬中以骨镞为主的墓地往往都是北亚人种

居多的墓地，如崞县窑子 [55]、固原于家庄 [56]及包

头西园 [57]；而以青铜镞为主的墓地的人种多为
古华北类型，如毛庆沟[58]。这种现象反映出北亚
人更多地使用骨质箭镞，这个特点与匈奴是一
致的，而匈奴人也是北亚人种。 在这个前提下，
根据骨镞的年代我们可以推测，中国北方的分
尾式镞是石板墓居民的北亚人种南下到长城

沿线的证据，这与中国北方战国时期人种的鉴
定结果是一致的。
第二是动物纹风格。 首先是虎形牌饰，其

在中国北方[59]、蒙古高原[60]和外贝加尔地区[61]均

有发现，只是数量不同，中国北方的数量最多，
向北依次递减（图一○ ∶ 7～13），年代也从战国
晚期到西汉中晚期依次延续。 马形牌饰在上述
三地均有少量发现（图一○ ∶ 14～16）[62]，由伫立

状到行走状。 兽头饰在中国北方和外加尔发现
很少，但形状非常相似（图一○ ∶ 17、18）[63]。 其
次是带扣。带扣是中国北方常见的一种服装
饰品，应当是北方胡人“胡服”的重要组成部
分。但是在带扣上装饰动物纹样在中国北方
是战国后期才出现的，也见于蒙古高原与外
贝加尔地区 （图一○ ∶ 19～21） [64]。 再次是
“S”形牌饰 ，“S”形饰牌大量出现于中国北方
的春秋战国之际，两头为兽首装饰。这种“S”形
构图方式的灵感应当来自中原西周晚期的中

目“S”形窃曲纹的影响，是在一个“S”形的中
间点一个象征着眼目的圆点 [65]。所以这种腰
带饰是中原青铜器纹饰与北方鸟头纹结合

的产物。在外贝加尔的早期匈奴遗存中仅有
少量孑遗（图一○ ∶ 22、23） [66]。
第三是装饰传统。约当于西汉中期，外贝

加尔地区的早期匈奴文化中最常见的青铜

器是勺形带饰 [ 67 ]，有些墓仅有的随葬青铜
器就是这种器物 ，在中国北方东周时期的张
家口白庙墓地也发现了这种勺形带饰 [ 68 ]，但
质地为骨质 ，正面纹饰为卷云纹 。这说明东
周时期中国北方少量的骨质带饰到西汉中

晚期演变成外贝加尔地区大量的青铜带饰

（图一○ ∶ 24、25），这种装束传统的延续是两

1.崞县窑子 2、5.石板墓 3.伊沃尔加城 4.于家庄 6.伊沃尔加墓地 7.张街村 8.巴彦洪戈尔省 9.后杭爱省
10、13、16、18、21、25、27.德列斯图伊墓地 11.石灰沟 12.东戈壁省 14.玉隆太 15.巴彦洪戈尔省 17.阿鲁柴登
19.碾房渠 20.中戈壁省 22、26.毛庆沟 23.外贝加尔 24.白庙墓地

图一〇 中国北方与早期匈奴器物比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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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族群具有承继关系最有力的证据。 装束传
统一致的另一个证据是腰间装饰方法的葬

俗。 早期匈奴的德列斯图伊和伊沃尔加的牌
饰均装饰在人体的腰部 [69]，这个特点与东周
时期中国北方，尤其是内蒙古东部地区以毛庆
沟墓地 [70]为代表的墓主人装束十分相似 （图
一○ ∶ 26、27），这或许是文献记载中的“胡服
骑射”。 相同葬俗的另一个证据是殉牲。 中国
北方东周时期文化带和匈奴的殉牲方式都是

以动物的头、蹄为主，而与中国北方最接近的
阿尔泰地区则是在墓坑一侧挖一殉牲坑 ，里
面放置完整的马匹。
以上比较分析说明，战国时期中国北方与

蒙古高原青铜器遗存与外贝加尔地区“考古早
期匈奴遗存”具有相似性和承继关系，两者在
时间和空间上的转换或许就是 “文献早期匈
奴 ”和 “考古早期匈奴 ”的转换。 导致这一时
空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汉武帝元光二年

（前 133 年）起对匈奴的反击，迫使匈奴退到大
漠以北。
东周时期中国北方文化带中的人种复杂，

既有当地的古华北类型，也有北上的古中原类
型和南下的北亚类型。 匈奴人种最重要的鉴定
见于诺音乌拉，已鉴定的一具女性颅骨和一具
男性颅骨均属北亚人种的古西伯利亚类型 [71]。
因此匈奴很可能起源于南下到中国北方文化

带的北亚人。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初步推论，早期

匈奴来自于南下到中国北方文化带的北亚人，
他们不断地融入中国北方文化带中。 燕国、赵
国和秦国的北上及修筑长城以拒胡，迫使他们
退到了内蒙古西部地区的长城以北。 西汉初年
的匈奴遗存应该与中国北方的战国晚期遗存

十分相近， 也许我们已经发现但是尚未辨识，
也许在中国北方文化带的北端还没有做充分

的调查，这个研究为今后寻找文献中的早期匈
奴遗存提供了重要启示。
通过对中国北方与欧亚草原从公元前 2

千纪初到公元前后匈奴联盟与丝绸之路出现

这 2000 年间中国北方与欧亚草原文化交往的

梳理，我们可以将其划分为东、西两个文化交
往区域。 西区以吸收欧亚草原文化影响为主，
这种交往为汉代丝绸之路的开通奠定了基础。
东区即中国北方—蒙古高原冶金区为整个东
部草原发展提供了重要动力：在商周之际形成
了特有的北方青铜器，并向外传播，从中国北
方到蒙古高原乃至叶尼塞河中游到米奴辛斯

克盆地 ， 在战国末期形成了草原最早的国
家——匈奴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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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ent of the Metal Road in the Eastern Eurasian Steppes

Yang Jianhua
Shao Huiqiu

The northern frontier zone of China is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Eurasian Steppes. The cultural com-
munications of this area as reflected by the metal objects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directions: one was
the eastward zone where the northern China was interacting with the eastern Mongolian Plateau and
Transbaikal areas, and the other was the westward zone where the northern China was interacting with
the mountainous areas of the Inner Asia. The most flourishing period of the eastward zone was the later
half of the 2nd millennium BC, or the end of the Shang and the early Western Zhou Dynasties, during
which the influence of the bronzes of northern China reached the Minusinsk Basin to the westernmost;
in the zone to the north of the Great Wall, Xiongnu Culture was bred in the late Warring-States Period,
all of which demonstrated that the cultures of the northern China was one of the important propelling
forc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ultures in the Eurasian Steppes. The communication of the westward
zone started around the beginning of the 2nd millennium BC, and the Eastern Zhou Period in the mid
1st millennium BC was the final stage of the incubating of the Silk Road, during which the northern
China was subject to the influences from western Sayan, Altay and Tianshan Mountains successively,
and the position of Xinjiang as the hub for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East and West was gradually
formed. Before the emergence of the Silk Road, the spontaneously formed Metal Road had existed for
over one thousand year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新书介绍·

2016中国重要考古发现

国家文物局 主编

本书为国家文物局主编的年度快报， 收入 2016 年全国较为重要的考古发现 38
项， 如贵州贵安新区牛坡洞洞穴遗址、 四川大邑高山古城遗址、 陕西凤翔雍山血池
秦汉祭祀遗址、 洛阳寇店西朱村曹魏墓、 新疆吐鲁番吐峪沟石窟沟西区高台窟群、
上海青浦青龙镇遗址等， 时代上起旧石器时代下至明清， 地域遍布大江南北。 本书
内容翔实， 图文并茂。

文物出版社 2017年 4月出版 平装 16开 定价 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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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安阳刘家庄北地商代遗址墓葬2009～2010年发掘简报

刘家庄村南和村北是殷墟外围商代遗址和墓葬相对集中的区域之一。

2009年11月至2010年7月，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区域进行了考古发

掘，发掘商代建筑基址6座、灰坑8个、墓葬114座。其中，M33出土的部分

青铜器在入葬过程中有人为分割、敲碎并分散旋转的现象，应是碎物葬的

余绪；2件铜爵上发现铭文“戉”，确定了刘家庄北地为“戉”族的属地。

商代建筑基址叠压关系复杂，时代延续较长，从殷墟二期至四期一直进行

修复与再利用。同时建筑基址又与这一时期商代墓葬相互叠压，是商代居

葬合一制度的典型实例。此次发掘填补了殷墟南区考古的空白，是研究殷

墟金文、族邑分布、迁徙等不可多得的新资料。

龙山—二里头——中国史前文化格局的改变与青铜时代全球化的形成

龙山—二里头文化时期是中国历史乃至东亚历史的一个关键时段，

此前和此后的中国处于两个世界。此前的世界体系在东亚，东亚的文明

中心在黄河、长江流域的中下游地区。此后的世界体系为欧亚，原来

的新石器时代文明在核心地区衰落，处于欧亚接触地带的半月形地带兴

起，在与豫西和晋南这一唯一没有衰落并保存了新石器时代以来复杂社

会的区域互动中，形成了随后中原地区的青铜时代文明新格局。可以

说，没有欧亚全球化带来的半月形地带的兴起，没有新石器时代核心区

域的衰落，就不会有夏商周三代以中原为中心的中国历史。

中国北方地区是欧亚草原的重要组成部分。金属器反映出来的两地文化

交往可分两个方向：一个是中国北方与蒙古高原东部和外贝加尔地区交往的

东区，另一个是中国北方与亚洲内陆地带交往的西区。东区最发达时期是公

元前2千纪后半叶的商末周初，中国北方青铜器的影响范围最西到达了米努

辛斯克盆地；在战国晚期的长城以北又孕育了匈奴文化，这些都说明中国北

方是亚洲草原重要的发展动力之一。西区的交往始于公元前2千纪初，公元

前1千纪中叶的东周时期是丝绸之路形成的最后阶段，中国北方先后受到来

自西萨彦岭、阿尔泰山和天山的影响，新疆作为东西交流的通道是逐渐形成

的。丝绸之路以前已经存在着上千年的民间草原金属之路。

欧亚草原东部金属之路的形成


